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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26年五一档口碑出圈的潮
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跨越半
世纪的侨批为叙事引线，串联起潮汕故土
与南洋异乡的两代女性守望故事。影片
的动人价值也藏在日常潮汕文化的细微
符号里。从乡音俚语到饮食滋味，从建筑
民俗到族群心性，这些散落于镜头的细微
符号，未经刻意渲染，却精准还原了潮汕
人的生活方式、情感逻辑与精神底色，构
成了潮汕文化最鲜活的“活态样本”。笔
者在此聚焦影片中的四大文化细节，挖掘
其背后的潮汕文化与人文内涵。

潮汕方言：古汉语活
化石，藏满情感

《给阿嬷的情书》最直接的文化辨
识度，来自潮汕方言。潮汕话常被称为

古汉语的“活化石”，其意义不只在语
音、词汇层面的历史遗存，更在于它仍
然活在一代代人的日常关系之中。影
片让潮汕话成为人物情感的原生土壤：
有些爱不说“爱”，而藏在叮嘱里；有些
思念不说“想念”，而落在责备、沉默与
等待中。方言的曲折声调，天然带着生
活的温度，也带着族群内部可全然领会
的情感暗号。

更重要的是，影片没有把方言当作
喜剧效果来消费，而是让方言回到尊严
之中。潮汕话不仅让观众听见“家己
人”的声音，更让人物的情义、忍耐和克
制得以最贴切地表达。

潮汕饮食：舌尖上的
日常与乡愁

潮汕文化的另一重入口，是饮食。
潮汕饮食在影片中体现出生活哲学：熟
悉味道安抚漂泊者，也修复家庭关系。

潮汕饮食的动人处首先在于它的
“日常性”。粿品、茶席、家常饭菜并不
只是地方符号，而是潮汕人处理关系的
方式。很多情感不适合正面倾诉，便转
化为夹菜、备饭、泡茶、等待归家。爱与
牵连通过日常细节显现。

尤其是工夫茶所代表的时间伦理，
与影片的情感节奏高度契合。工夫茶
讲究程序、火候与分寸，它表面是饮茶，
实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校。茶杯
很小，情义却长；茶汤很淡，回甘却深。

这与影片中侨批所承载的情感逻辑相
通：真正支撑人的，往往不是惊天动地
的承诺，而是一次次按时寄出的信、一
次次无需言语的承担。

饮食在影片中因此超越了“地方美
食”层面，指向潮汕人在迁徙、经商、离
散中形成的生存韧性：生活可以艰难，
但礼数不能塌；人可以远行，但味觉记
忆会把人牵回故乡。舌尖上的潮汕，最
终通向的是心底里的潮汕。

民俗仪式：传统中的
生活秩序

如果说方言和饮食构成了影片的
烟火肌理，那么民俗仪式则进一步显露
出潮汕文化的精神根脉。潮汕社会重
宗族、重礼俗、重信义，这些观念并非停
留在抽象层面，而是通过祭拜、节庆、婚
丧礼仪、游神赛会等具体仪式，被一代
代人重复、确认并传递。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仪式的意义
不在于制造奇观，而在于说明人物为
何如此行动。阿嬷的等待，不只是个
人情感的执拗，也与传统社会中对婚
姻、承诺、家族责任的理解有关。侨批
的寄达与守候，则超越了私人书信往
来，成为一种跨越山海的伦理契约。
人在异乡谋生，钱与信寄回故土，维系
的不只是家庭开销，更是“我没有忘本”
的精神证明。

潮汕民俗中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为

影片提供了深层支撑。一个人的命运
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总被家族、乡里、祖
先与神明共同凝视。这样的文化结构
有其沉重之处，却也给漂泊者以安放。
无论是走到南洋还是更远的地方，潮汕
人心中总有一套关于亲情、信义和归属
的秩序。影片真正展现的，正是这种秩
序如何在时间中延续，又如何在现代生
活中被重新理解。

建筑空间：凝固的生
活记忆

一部真正懂地方文化的电影，不会
只拍地标，还会拍空间中的人。《给阿嬷
的情书》里的潮汕老屋、街巷、骑楼、古
寨与侨乡风貌，承担的并非旅游宣传片
式的展示功能，而是人物记忆的容器。
建筑在影片中是沉默的，但它记得一
切：离别时的脚步，等待中的目光，家书
抵达时的颤动，以及一代人把青春耗在
门槛内外的漫长岁月。

潮汕建筑空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
往往同时连接家庭、宗族与地方社会。
厅堂不只是居住空间，也是礼俗空间；
门楼不只是出入口，也是身份与记忆的
界线；老街不只是商业场所，也是侨乡
历史的见证。影片中，阿嬷守着老屋，
实则是在守护一个家庭尚未完成的叙
事。屋子旧了，人也老了，但只要空间
还在，记忆就没有完全散场。

这种空间书写，也让“故乡”不再是

抽象概念。对离散者而言，故乡存在于
声音、气味、路径和房屋之中，这是一种
可以被身体感知的经验，而非地图上的
点。一个人可以离开潮汕，却很难真正
离开那些从小塑造他的空间秩序。正
因如此，当影片把故事放回老屋、街巷
与侨乡地景之中，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潮
汕风貌，更是一个族群如何把苦难、亲
情和尊严安放在具体空间里。建筑由
此成为凝固的生活史。建筑让个人命
运有了可触摸的背景，也让潮汕文化成
为可感的生活。

《给阿嬷的情书》的意义，并不只在
于它拍出了一段好哭的亲情故事，也不
只在于它让潮汕方言电影再次进入大
众视野。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以克制
而细密的方式，证明地域文化完全可以
成为电影叙事的核心力量。方言、饮
食、仪式、建筑并非分散的民俗元素，而
是在阿嬷这一形象周围相互缠绕，共同
织成潮汕人的生活与精神风貌。从烟
火肌理到精神根脉，影片真正书写的是
一种中国式情义：爱常常不说出口，却
用一生兑现；故乡未必时时回望，却始
终在血脉深处发声。阿嬷收到的那封
情书，写给她，也写给所有在迁徙与守
望中寻找来处的人。它提醒我们，文化
传承并不总是以宏大的姿态出现，更多
时候，它就藏在一句乡音、一盏热茶、一
座老屋和一代人沉默的等待里。

[作者系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本文为东南亚中文教育发展
研究院（P25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广东人向南洋迁徙的现象，久已有
之。“南洋”作为中国视角的区域概念，
宋代既已出现，至清代逐渐清晰，泛指
今天的东南亚地区。19世纪中叶后，
华人海外移民数量爆炸式增长，“下南
洋”成为具有特定指称的移民活动。源
源不断的广东人向南洋地区迁徙，构建
起广东与“南洋”的贸易网络，催生规模
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区，带动广东—
南洋地区的联动发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忘“老
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的指示精神，
本文将广东人“下南洋”置于跨越千年
的区域互动进程中，聚焦广东人在东南
亚的发展史、奋斗史，长时段勾勒广东
人“下南洋”的发展轨迹与阶段特点，展
现广东人对海洋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
与探索勇气，深层次揭示广东与南洋地
区绵长久远的跨洋互动。

秦汉至宋元时期南
海经济带崛起

环南海各地区之间的濒海开发与
跨海贸易活动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百
越族群擅长操舟与航海技术，依托规律
性的洋流和季风，在南海周边地区往来
活动。中外学者从体质特征、考古遗
迹、迁徙路线等多重证据揭示出南洋与
华南古族群之间的渊源关系。

秦汉王朝对岭南的长期经略为沿
海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内地百姓持
续南迁，为滨海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
术与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央王朝派遣
使者出使南海及印度洋诸国，进行官方
贸易。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等港
口成为面向南海的贸易节点，这些港口
也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
起点。六朝时期，南方各政权注重发展
与南海诸国的官方往来及贸易关系，为
当时南海航路的稳定与延伸提供了政
治与物质保障。隋唐时期，岭南地区商
业繁荣发展，南洋航路日益兴盛。隋炀
帝经略林邑，东征流求，派使者前往赤
土国，这些举措拓展了中央王朝在南海
及东亚海域的政治影响力与知识范
围。唐代，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海外
贸易。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商人共同开
拓出“广州通海夷道”，南洋群岛基本纳
入东西方海洋贸易圈。广东沿海民众
海外经商、谋生的活动有所增加，他们
多循南海贸易渠道前往东南亚各地。

宋元时期，南海贸易格局从初期的
区域性交换，逐步发展为体系化、网络
化的多元格局。官方对海外贸易的鼓
励与航海技术显著进步，使得通海航路
向远洋延伸，航线进一步拓展，一个以
南中国海—印度洋为中心，远至欧洲、
非洲的大规模海洋贸易网络逐步形成
并日趋发展。广东依托区位与物产优

势，深度融入南海贸易网络，珠江三角
洲与韩江三角洲加速开发，成长为环南
海地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核心区。中
国民间海商快速成长，东南亚各地出现
早期华人聚居点。在海外市场的拉动
和影响下，广东发展出特色鲜明的外向
型生产体系，以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
稳定交换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香药与
珠宝等。广东民众在中南半岛及马六
甲海峡等地的商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北宋朱彧《萍洲可谈》
记载了广东人的住蕃现象，称“广人举
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
归，息亦不增”。

从先秦至宋元，广东与南洋的交往
经历了从早期探索到成熟贸易、从零星
移民到小规模聚居的发展过程。尽管
此阶段的贸易规模、参与人数与明清以
后相比仍属有限，但持续不断的人员与
商品流动，有力推动了以南海为纽带的
贸易体系形成，跨洋经济带蔚然兴起，南
洋的早期华人定居点形成。这为明清时
期广东与南洋诸国关系的深化，以及华
南沿海生民在该体系内更为活跃的跨国
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华人主导
互市网络与广东移民

明清时期是中国海商势力及海外
华人社区形成的关键阶段。活跃于南
洋地区的广东人，在不断变动的王朝政
策和多元化环境中展开跨海商贸活动，
成规模地海外移民，前往南洋经商与开
发。

明初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对中
国与南洋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南
洋各国需在朝贡体系下与中国进行贸
易，使节或随行商人所携带的商品需由
中国官方优先购买，剩余商品也在官方
监管下与民间交易。14至16世纪，南
洋诸国入贡达90次左右，反映了这些
国家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与此同时，广
东民众在朝贡体制之外，与来到中国的
南洋商船展开民间贸易，最终获得地方
政府乃至中央王朝许可。广东这一探
索打破了贡舶与商船的区分，非朝贡贸
易被纳入管理。该形式到清代最终形
成由地方督抚、海关监督、行商共同管
理的“广州体制”。特别是“一口通商”
政策（1757年）实施后，到中国的西洋和
南洋诸国商船，基本被清政府限定在广
州口岸。广东成为当时进出口商品的
集散地和生产中心，是中国面向海洋、
与全球市场联系最紧密的地区。

自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
兰、英国等欧洲国家不断向东方扩张，
凭借着军事威慑在南洋地区建立海上
殖民据点，并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英、
荷等国利用华人经营已久的成熟贸易

网络，将中国制品、南洋物产销往欧
洲。17-18世纪，英、荷等国组建垄断
公司，将中国茶叶、瓷器、丝绸从广州销
往南洋及欧洲市场，这使得欧洲人的亚
洲贸易基本上成为以“中国贸易”为中
心的贸易。

不同于欧洲国家集军事征服、垄断
经营和殖民统治的开发模式，华人在南
洋地区构建起自成一体的贸易网络。
该网络主要以厦门、广州、澳门为中心，
连结到南洋地区的马尼拉、大城、巴达
维亚等主要港口。简而言之，南洋地区
是供应中国未加工产品的主要地方，中
国则将加工制品销往南洋。商品与人
员、资金、信息的往来交织，构成了近代
亚洲的交易圈原型，推动了海外华侨社
区的形成。

明清时期，广东沿海民众不断冲决
“海禁”藩篱，前往锦石、淡目、旧港、马
六甲、北大年、阿瑜陀耶等地从事贸易
活动。此外，还有大量以农业开发和劳
工为主的移民。明清战乱之际，部分广
东军事首领率众由粤西抵达湄公河三
角洲及其以南地区，投身农业拓荒。比
较著名的有：雷州人莫玖在河仙，龙门
总兵杨彦迪在美湫，高雷廉总兵陈上川
在边和，广东移民推动了当地土地开
发，促进了该区域商贸中心的形成。清
中叶，广东官员（1754年）提议取消海外
华侨“三年内返回原籍”的限定，获得清
政府允准。此后，出洋民众无限期侨居
国外具备了合法性。梅县人罗芳伯率
领众乡亲在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

岛）从事采金业，其1777年创立的兰芳
公司既是经济组织也是自治领地，罗芳
伯被称为“大唐总长”。清末，随着海禁
政策的彻底解除，广东人移居海外的现
象更为普遍，南洋华人社区普遍建立。

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
叶，大量来自广东的商人、矿工、工匠、
造船匠、农民，成为南洋地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领和支柱力量。该时期也被
中外学界称为“中国人世纪（Chinese

century）”，移居南洋的广东人可谓厥
功至伟。

近代广东人“下南
洋”与跨国融合

近代时期是广东人大规模“下南
洋”的重要阶段。百年间有数百万广东
人迁居南洋的泰国、越南、马来亚、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等地。作为近代以来的
新移民群体，他们与家乡维持密切联
系。因这种联系而产生的跨国活动与
汇款，不仅促使联系广东与南洋地区的
华侨网络从单一贸易网络向“移民—侨
汇—商业”的跨国复合网络转型，也使
广东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并逐步实现近
代化和国际化。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相继迈
入工业化进程，并向外扩张势力，世界
市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由华
商主导的亚洲帆船贸易，难敌具备先
进武器和工业生产技术的欧洲殖民
者，被迫卷入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贸
易体系。欧洲殖民者以南洋贸易据点
为基础，加大殖民地开发，种植园、矿
山急需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鸦片
战争后外国资本的侵入和中国内部的
战争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解体，出
洋谋生的中国人日益增多。

广东商品经济发达，外出谋生是
民众一种弹性化和多样化的家庭经济
策略。19世纪中叶以后，蒸汽轮船使
航运更为快捷和安全，广东人出洋人
数呈爆炸式增长。传统移民之外，新
增洋行招募的新模式，出洋范围不仅
遍及南洋各地，还远及美洲、大洋洲等
地。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
潮汕平原以及兴梅地区。珠江三角洲
地区主要经香港出洋，而潮汕和兴梅
地区主要经汕头出洋，部分也经汕头
转香港出洋。

在近代大规模广东人“下南洋”的
浪潮中，人员流动、商贸往来、社会纽
带、制度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
跨国复合网络，驱动了南洋经济与中
国本土市场的双向联动，促使劳动力、
物产、资本在不同制度和规则下实现
跨国资源配置，这既反映了广东与南
洋各地在人员、商品、金融、技术等方
面的密切关系，也呈现了广东与南洋
自成一域的历史。

战后南洋、侨乡与全
球化先行地

二战以后，受冷战格局影响，侨乡
与南洋两地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出现阻
隔。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鼓励
华侨自愿选择国籍。独立后的南洋各
新兴国家普遍以“民族整合”为目标，
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限制和
挤压。为应对所在国局势的变化，南
洋华侨发展出一套有自身特征的政
治、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其身份认同
亦转化为“落地生根”的公民意识，完
成由华侨向华人的转变。原先用于建
立和加强与侨乡联系的关系网络或社
团组织，为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的在地
化发展提供了平台。

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
束、亚太地区形势变动，中国与东南亚
各国关系逐渐正常化，经贸关系得到恢
复和发展。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广
东凭借毗邻港澳、侨胞众多的优势，率
先承接海外华商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
验。东南亚粤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与
关系纽带，组织起以血缘、地缘等关系

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广东跻身中国改
革开放先行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灵活利用地利人和及相关政
策，“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迅
速发展。潮汕地区的纺织、玩具、五金
等产业，五邑地区的制造业集群，均得
益于侨资早期注入。这些企业带来的
资金、市场化经营理念与全球贸易渠
道，快速推动广东侨乡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促进广东外向型
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侨乡为
华商提供了广阔的投资腹地与劳动力
资源，华商则搭建起广东对接全球市
场的桥梁。这种互补性合作，不仅让
广东侨乡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
推动南洋地区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市
场的枢纽。

20世纪 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
爆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深刻认识到，
只有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2003
年，中国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同东盟建
立自由贸易区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
—东盟自贸区计划的启动，双边贸易表
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双方的要素禀
赋、产业结构及比较优势不断演进，呈
现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的特征。在中
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华商及华商
网络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依托，华人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
重要力量。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
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
由贸易区发展迅速。2025年，中国—
东盟自贸区签订3.0版升级议定书，双
方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与东盟
领导人不断将合作向机制化、制度化方
向推进。在兼顾发展阶段差异、尊重多
样性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更具活力的区
域增长圈，并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等机制建设形成有效对接。

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制造业
大省与第一外贸大省，广东是中国—
东盟合作的战略门户。自 2020 年，
东盟已连续五年成为广东第一大贸易
伙伴。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贸易枢
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
广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2025年度重大委托项目广东人“下
南洋”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王潞系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
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所长，《海洋史
研究》常务副主编；欧阳琳浩系广东省
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
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跨越千年的区域互动：
广东人“下南洋”的历史纵深

□ 王潞 欧阳琳浩

从烟火肌理到精神根脉：

《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汕文化隐秘符号
□ 陈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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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五一档，一部潮
语电影在银幕上引发广泛共
鸣。人们真正被触动的，往
往不只是故事本身，更是其
背后深埋于时间与土地中的
情感结构。《给阿嬷的情书》
之所以能够穿透代际、地域
与语言，正因为它所触及的，
并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离散与
守望，也让人重新看见近代
以来岭南侨乡与南洋世界之
间绵长而深刻的历史联系。

在中国近世以来的海洋
发展进程中，“下南洋”从来
不是一个单纯的移民现象。
它既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区域
互动史，也是一部关于生存、
贸易、信义与文化延续的民间
史。从秦汉海路初开，到唐宋
海贸兴盛；从明清华商网络形
成，到近代华侨社会崛起，再
到改革开放后侨资、侨智对广
东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南
洋”始终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
彼岸，更是广东人理解世界、
连接世界的重要方向。

因此，本期专题试图从
历史纵深与文化肌理两个层
面，重新理解“下南洋”背后
的广东经验。一方面，王潞、
欧阳琳浩从区域史与海洋史
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广东人

“下南洋”的历史纵深；另一
方面，陈佳璇则从方言、饮
食、仪式与建筑等文化细节
切入，讨论潮汕社会深层的
情感伦理与精神秩序。

宏观历史与微观生活，
在这里彼此映照。前者让我
们看见海洋如何塑造广东，
后者则让我们重新理解：为
什么一句乡音能让人沉默，
一封侨批能令人落泪，一座
老屋能让漂泊半生的人，始
终记得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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